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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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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２０１８ＣＦＰ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实证检验数字

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多维相

对贫困的内在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中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且数字普

惠金融的三个分指标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存在不同效果；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缓解

家庭多维相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果在城乡、地区、家
庭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异质性。 因此，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居民教育

水平，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有助于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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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我国已完成消除中国现行标准下①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②。 中国的扶

贫工作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要做到消除绝对贫困，更要从根本上应对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张前程

等，２０２２） ［１］。 ２０２０ 年后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考虑经济维度，又要考虑社会发展维度（王小林和冯贺霞，
２０２０） ［２］。 因此，加强多维度的扶贫治理，对于巩固脱贫成果、预防新增贫困、实现农村振兴战略以及构建稳

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扩大融资渠道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扶贫政策之一（秦升泽和李谷成，２０２２） ［３］。 然而，经济社会中有限

的金融资源出现“精英俘获现象”，贫困群体由于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无法有效利用金融资源改善其贫困状

况（王小华等，２０２１） ［４］。 为了缓解贫富群体获得金融资源不均的现状，国务院在 ２０１５ 年正式提出要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低收入群体都能享受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③。 随

着我国网络技术与数字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一词给农村金融业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相

较于传统的金融机构，数字化的金融模式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居民获得金融服务门槛等优势。 同时，
互联网支付、小微信贷、线上保险等业务也可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交易成本高、缺乏抵押品等问题。 因此，在



我国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及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

相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的机制效应，将有助于我国减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相较于以往研究，全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利用 Ａ － Ｆ 法构建了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探讨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这是全文的理论意义所在。 二是不仅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

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而且对其影响的城乡、区域、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不同收入水平群体进

行异质性分析，从而为减贫探索有效政策建议，这是全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说的提出；第四

部分为实证模型的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第六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贫困测度的相关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众多研究中对于贫困的理解和测度都有所不同。 我国消

除中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之后的研究重心是相对贫困问题。 在识别相对贫困时，邢成举和李小云（２０１９）
指出 ２０２０ 年后应将地区相对贫困划分指标设置为居民收入水平中位数的 ４０％ ［５］。 而孙久文和夏添（２０１９）
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均的情况，认为相对贫困线需以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分别进行划分［６］。 王小

林和冯贺霞（２０２０）根据“贫困”一词的中文定义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指出 ２０２０ 年后的贫困定

义和标准必然是多维的［２］。 基于 Ｓｅｎ（１９７６） ［７］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Ａｌｋｉｒｅ ＆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 ［８］提出了多维贫

困测度方法（Ａ － Ｆ 法），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利用 Ａ － Ｆ 模型根据不同的微观数据库选取不同的维度、
指标及权重测算所需群体的多维贫困指数（吕文慧等，２０１８；黄森慰等，２０１９；姚兴安等，２０２１） ［９ － １１］。 而王小

林（２０２０） ［２］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只需对贫困维度的单个指标以该指标中位数的一定比例设定相对贫困阈值，
就可用 Ａ － Ｆ 法测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Ｄｅｍｉ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１２］使用英

国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指出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弱势群体可以通过享受金融产品而

受益，由此产生贫困减缓效应。 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背景，Ｉｍ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１３］使用孟加拉和印度的微观面

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程度，并且农村地区的贷款减贫效应显著高于城

镇地区。 Ａｋｈｔｅｒ（２００９） ［１４］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数据，得出金融发展可从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

配两个途径缩小收入差距。 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Ａｌｌｅｎ（２０１６） ［１５］ 和 Ｌｏｐｅｚ（２０１８） ［１６］ 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

并不能给农村及低收入群体带来应有收益。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 尽管以往的文献对贫困赋予了不同的衡量标

准，但仍有大量研究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慧卿等（２０２１） ［１７］ 将我国 ３１ 个省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从绝对贫困的视角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减贫

效应，张林和周舒影（２０２２） ［１８］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黄倩等（２０１９） ［１９］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度量贫困，同样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正向减贫作用。 除此之外，数字普惠金融还通过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显著

提高居民获得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增加了贫困群体的金融借贷机会，缓解金融市场上

长期存在的“财富门槛”效应来达到减贫效果（刘长庚和罗午阳，２０１９；张勋等，２０１９） ［２０ － ２１］。 从相对贫困的

视角出发，刘魏（２０２１） ［２２］将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作为贫困线划线标准界定相对贫困。 刘鹏举等

（２０２２） ［２３］基于 ＭＰＩ 选取 ４ 个维度共 １６ 个指标并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吴本健

等（２０２２） ［２４］将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返贫风险和主观相对剥夺感运用熵值法合成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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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上述研究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
另有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无法有效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甚至会加大贫富差

距，对目前的相对贫困状况产生进一步恶化。 王伟和朱一鸣（２０１８） ［２５］指出如果普惠金融只是关注贫困地区

的金融排斥问题，就会加快资金向外流动的速度，反而会产生致贫效应。 谭燕芝和彭千芮（２０１８）、郑秀峰和

朱一鸣（２０１９）在其研究中指出，金融机构在积极响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希望达到更大的营利性

目标，因此通过行政手段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进行干预，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使命漂移”，从而降低资金

的利用效率［２６ － ２７］。 即使农村信贷供应充足，但由于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机会少、金融知识不

足、农村通信设备普及率低等原因，缺乏有效的金融资源需求以及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从而限制了

普惠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林万龙和杨丛丛，２０１２；吕瑛春等，２０１９） ［２８ － ２９］。 此外，卫晓峰（２０１９）指出，由于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状态，关于此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导致包括互联网信贷、保险等在内

的一些新型数字普惠金融方式存在一定的诈骗风险和客户隐私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

低下和贫困群体的自我排斥［３０］。 崔艳娟和孙刚（２０１２）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普
惠金融在短期内会对减贫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减贫产生正向影响［３１］。

在前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贫困状况关系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

一环。 其中，主要的减贫机制包括经济增长（黄倩等，２０１９） ［１９］、收入分配（张林和周舒影，２０２２；黄倩等，
２０１９） ［１８ － １９］、信贷约束和人力资本投资（吴本健等，２０２２） ［２４］。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结合贫困测度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的相关文献发现，由于所使用的贫困水平测度、
研究数据、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有不同，对中国居民的贫困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以往文献

主要从数字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研究，忽略了从多维相对贫困的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

贫困的影响。 在研究数据方面，多数学者也是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宏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鲜有学者选用家

庭微观数据。 家户微观数据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家庭微观信息，避免宏观数据因对家户信息进行加总平均后

掩盖了家户微观数据，且微观数据更能反映个体行为决策的因果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

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将会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与此同时，多数研究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直

接效应上，较少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因此，笔者拟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 ＣＦＰＳ 微观

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考虑异质性，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根据不平衡增长理论①可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对周围区域造成“极化效应”，使周边

地区的资源向这个区域聚集，从而造成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这种“极化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较为显著，但
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极化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将会被“涓滴效应”所取代。 偏远地区由于自

身发展不充分，经济资源优先流向发达地区，造成供求失衡，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未享受到特别的待遇，但在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情

况下，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即“造血”，为区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改善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金融服务、为农户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投入等渠道，拓宽了偏远地区贫

困群体获得风险更低的金融参与渠道，为落后地区贫困人口、弱势群体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扩大了落后地

区家庭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从而使弱势群体有资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缓解贫富群体的两极分化，从而减少

家庭相对贫困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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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平衡增长理论是非均衡增长论的理论之一，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１９５８ 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提出的。



图 １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排斥的缓解效应

如图 １ 所示，金融排斥可以分为机会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五个维度，数字普

惠金融可以缓解这五个维度的排斥，从而达到缓解金融排斥的效果。
根据金融排斥理论，学者们将金融排斥分为机会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

（Ｋｅｍｐｓｏｎ ＆ Ｗｈｙｌｅｙ，１９９９［３２］；田霖，２０１０［３３］）。 由于高收入群体自身具有经济条件相对稳定，信用程度较高

的特点，为了金融机构所谓的“安全市场”，金融机构以高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可以保证其风险在相

对较低的范围内。 而贫困群体由于自身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资源无

法得到充分利用，或者部分金融机构以利润为导向而不能以低价、便捷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都会致使金融

排斥现象的产生。
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在互联网平台上搭建了数千

万甚至上亿的移动终端，如淘宝、微信等，这些移动终端被粘在了现场，可以有效缓解金融排斥（方先明等，
２０２２） ［３４］。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所有金融服务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这极大地缓解了地理因素造成

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使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缓解了机会排斥。 其次，数字普

惠金融取代了传统金融的实体网络和人力服务，交易成本远低于实体网络和人力服务，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

的价格。 这使得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金融服务，并减少了价格排斥。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结合淘宝、微信等场景，对用户的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获得大量有价

值的软信息评估风险，弥补农村用户信用记录的不足，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准入门槛，缓解条

件排斥。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针对的是传统金融市场所忽视的 “长尾市场” 群体 （胡中立和王书华，
２０２１） ［３５］，以缓解市场排斥。 最后，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刺激了农村新需求的推动，拓展了更

多的消费手段和服务方式，产生了大量新的服务需求，缓解了自我排斥。 大量证据表明，缓解农村地区的金

融排斥可以有效减少家庭发生贫困的概率。 因此，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其研究中认可了数字普惠金融给减贫

带来的积极影响。 据此，提出假说 １：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基于金融功能理论可知，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一样也具有基础、主导及衍生功能，并通过这三种功

能降低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改善居民贫困状况。 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教育

投资和迁移投资发挥的作用最大，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长久以来被视为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和减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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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孙亚南，２０２０） ［３６］。 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发达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 今

天的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接触和获取资本的机会更多，经济增长方式迅速转向以人力资本和技

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 如果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作为人力资本要素的教育和医疗将成为主导收入分

配的主要市场力量。 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农村的教育、医疗资源明显不足，投资比重不平衡，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收入不平衡，差距拉大。 数字技术的推陈出新使得教育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网络在线课

程、媒体科普账号等新型教育渠道的出现降低了偏远山区及贫困群体受到高质量教育的门槛。 同时，数字普

惠金融的出现可以使原本无力支撑教育投资的贫困家庭通过申请金融贷款、助学贷款等方式帮助因贫困而

失学的儿童完成基础教育，并鼓励青壮年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更多高质量的教育。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更

加关注对教育的投资支出，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家庭的决策优化、扩展家庭成员的就业空间和质

量、提高家庭成员的创业能力，从而增加家庭的资本积累，改善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状况（肖攀等，２０２０） ［３７］。
据此，提出假说 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实现减贫效应。

四、模型、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１．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贫困模型的构建。 为检验假说 １，式（１）为微观数据模型设计，为更加准确地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
ＭＰＩｉ ＝ β０ ＋ β１ ＤＩＦ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εｉ （１）

式（１）中，ＭＰＩｉ 指的是第 ｉ 个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ＤＩＦ＿ｉ 指的是该家庭所在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一组包括产业结构（ＩＳ）、政府干预（ＧＯＶ）、对外开放（ＯＰＥＮ）、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城镇化

水平（ＵＲＢＡＮ）在内的控制变量，εｉｔ为扰动项。
２．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假说 ２ 是否成立，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来源，

这里利用中介效应（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对此展开进一步分析。
第一步，在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减贫的综合影响，将基准实证模型

（１）转化为如下模型（２）：
ＭＰＩｉ ＝ Ｃ ＋∝ＤＩＦ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εｉ （２）

式（２）中，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不包含人力资本投资，其余变量定义同式（１）。
第二步，先将人力资本投资设为被解释变量，再将数字普惠金融设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３）：
ＥＤＵＣ ｉ ＝ Ｃ ＋ ηＤＩＦ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 （３）

最后，检验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效应是否完全，即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存在直接减贫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４）：
ＭＰＩｉ ＝ Ｃ ＋ θＤＩＦｉ ＋ λＥＤＵＣ 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ｉ （４）

在以上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为中介变量。 模型（３）中的系数 η 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模
型（４）中的系数 λ 是控制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后，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θ 为数字普

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直接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ＭＰＩ），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ＣＦＰＳ。 以下是多维相对

贫困的测度。
（１）数据选取。 全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ＣＦＰＳ）。 目前，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更新的最新

数据为 ２０２０ 年成人数据库及代答数据库，数据还未统计完毕，即不包含家庭和村居数据。 因此，研究将仍然

采用 ２０１８ 的家庭微观数据进行测算，剔除了样本数据中空白、缺失、“不知道”及“其他”的样本，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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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４３ 个样本数据。
（２）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 采用 Ａ － Ｆ 双临界值法对居民是否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进行测度。 假定

一个地区的居民总抽样数为 Ｎ，用 Ｄ 个维度指标对每个居民抽样进行测度，那么总样本矩阵为 Ｙ
Ｎ∗Ｄ。 其中，

ｙｉｊ∈Ｙ
Ｎ∗Ｄ，ｙｉｊ表示 ｉ 居民在 ｊ 指标上的取值。 若 ｙｉｊ ＜ ｚｊ，则表示 ｉ 居民是 ｊ 指标上的相对贫困；若 ｙｉｊ≥ｚｊ，则表

示 ｉ 居民不是 ｊ 指标上的相对贫困。 将 ｙｉｊ ＜ ｚｊ 记为 ｇ０
ｉｊ ＝ １，ｙｉｊ≥ｚｊ 记为 ｇ０

ｉｊ ＝ ０，可以建立剥夺矩阵 Ｇ０ ＝ ［ｇ０
ｉｊ］，

由剥夺矩阵可以建立相对贫困差距矩阵，即 Ｇ１ ＝ ［ｇ１
ｉｊ］，其中 ｇ１

ｉｊ ＝ ｇ０
ｉｊ
ｚｊ － ｙｉｊ

ｚｉ
，由此刻画居民的相对贫困差距。

由于不同维度指标对于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有较大差别，因此需要建立各个不同维度指标的权重 Ｗｊ，

来更加准确地计算居民的总剥夺得分，即 Ｃ ｉ ＝ ∑
Ｄ

ｊ ＝ １
Ｗｊｇα

ｉｊ。 基于以上步骤计算居民的相对贫困指数。

（３）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 Ｓｅｎ（１９７６）在“能力贫困”中指出收入难以维持消费条件只是贫穷的表象问

题，而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获得困难使得居民丧失摆脱贫困的能力，这才是贫穷的本质问题。 因

此多维相对贫困是从“贫”和“困”两个层面来分析居民的贫困状态的，“贫”是指收入情况，而“困”是指从健

康、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维度和环境维度综合评判居民摆脱贫困的能力。 在中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瞩目

成就之际，中国此后的多维贫困标准既要考虑“贫”的经济问题，又要考虑“困”的社会发展问题。
基于以上多维相对贫困的概念，以及对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选取以下 ８ 个维度共 １１ 个指标，并对每个指

标设立相应的被剥夺临界值。 其中，“收入”“固定资产”“金融”为经济层面的维度，“生活”“健康”“社会保

障”“教育”为社会发展层面的维度，“环境问题”环境维度。 使用等权重法对这 ８ 个维度进行赋权。 表 １ 为

多维相对贫困的维度选取及权重。
表 １　 多维相对贫困的维度选取及权重

维度 指标 被剥夺临界值 权重

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４０％①，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固定资产
住房 若家庭没有住房，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耐用消费品 若家庭耐用消费品总值低于中位数的 ４０％ ，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金融
金融产品 若家庭未持有任何一种金融资产，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现金及存款总额 若家中现金及存款总额低于当年的农村低保标准，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生活
做饭用水 若家中使用的做饭用水为池塘江河水、窖井水、雨水等，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做饭燃料 若家庭做饭燃料使用柴、煤等，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健康 健康水平 若家中成员自评健康水平为不健康，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若不具有任何一种保险，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教育 学历 若家中最高受教育年限小于 ９ 年，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环境 环境问题 若居民认为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大于等于 ５，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２．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ＤＩＦ），并进一步选取了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的三个二级指标覆盖广度（Ｌｅｎｇｔｈ）、使用深度（Ｄｅｐｔｈ）和数字化程度（Ｄｉｇｉｔａｌ）。
３．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人力资本投资（ＥＤＵＣ）。 采用了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问卷调查中“过去 １２ 个月，您

家的教育支出是多少？”的回答结果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去除空白、缺失、“不知道”“不回答”的样本，共获得

２５９４３ 个样本数据。
４．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尽可能多地从各个方面加入能对家户多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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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户收入临界值不再以绝对贫困线为标准，而是设定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孙久文和夏添，２０１９）。



对贫困造成影响的控制变量。
结合刘魏、吴本健等多位国内学者们的文献研究，最终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
（１）产业结构（ＩＳ）。 产业结构为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２０１８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５２． ２％ ，已经远超第一、二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象征着地区金融设施

与移动网络设施的发达程度，良好金融设施和移动互联网硬件设施不仅能够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其

居民更便捷地获得数字金融服务，同时拉动弱势群体就业，从而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３７］。 说明第三产业

结构合理化对我国减贫起到正向作用。
（２）政府干预（ＧＯＶ）。 政府干预为财政支出 ／ ＧＤＰ。 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支出会通过刺激短期需求、促进

就业达到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同时也会挤占私人投资（缪言，２０２１） ［３８］。 各省份的财政投入比例从某种

意义上反映了区域财政对经济的干预，而区域财政支出比例较高，则间接说明了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

较大，有可能提高居民的收入。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９ 年各省统计年鉴，下同。
（３）对外开放（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为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地区的对外开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外开放

程度的提高会为当地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但同时随着外来企业的进入也会带来巨大的竞争，因此对外开

放将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
（４）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根据“涓滴效应”理论，区域内经济的

发展能够给该地区的贫困人群带来收入上的提升。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贫困发生率越低。
（５）城镇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水平为城镇人口数 ／总人口数。 城镇化水平提高通过增加农村居民

的就业空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贫困的发生率。
表 ２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其中，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ＭＰＩ）的最大值为 １，最小值为 ０，

说明各家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相差较大；人力资本投资指数（ＥＤＵＣ）的最大值为 ２５００００，最小值为 ０，说
明家户在教育上的投资具有很大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控制变量在各省份家户中均存在较大差距，这表

明中国各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均衡。
表 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ＭＰＩ ２５９４３ ０． ３３８３ ０． １４９５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ＤＩＦ ２５９４３ ２９９． ５２２７ ２８． ７７６２ ２６３． １２００ ３７７． ７３００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５９４３ ２８０． ９６４７ ２４． ７４０４ ２４９． ８２００ ３５３． ８７００

Ｄｅｐｔｈ ２５９４３ ２８４． ７８６０ ４３． ６７１７ ２２５． ２７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０

Ｄｉｇｅｔａｌ ２５９４３ ３８４． ６２９０ ２０． ３３３６ ３４９． ７６００ ４４０． ２６００

ＥＤＵＣ ２５９４３ ５６９９． ７５２０ １０４３０． ８６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ＩＳ ２５９４３ ０． ５１８９ ０． ０６４９ ０． ４２８０ ０． ８１００

ＧＯＶ ２５９４３ ０． ２４９３ ０． ０９５３ ０． １２５９ ０． ５７５０

ＯＰＥＮ ２５９４３ ０． ２５９７ ０． ２７８０ ０． ０１６８ １． ０４０８

ＰＧＤＰ ２５９４３ ６． ０４８６ ２． ７５８１ ３． １２７１ １４． ０７６１

ＵＲＢＡＮ ２５９４３ ０． ５９４６ ０． １０９１ ０． ３１１４ ０． ８８１３

五、实证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贫困的效应的基准回归

根据式（１）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表 ３ 的第（１）列只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表 ３ 的第（２）列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分别对家

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的回归结果；第（３）列增加了微观中介变量，即家庭一年的教育培训支出；在第（４）列
中，又增加了可能影响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宏观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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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Ｆ － ０． ２８８３∗∗∗

（ － ３８． ４００７）
－ ０． ２９５４∗∗∗

（ － ３９． ８８０１）
－ ０． ３０７３∗∗∗

（ － １１． １９９０）

Ｌｅｎｇｔｈ － ０． ０４４８∗∗

（ － ２． ４１２２）

Ｄｅｐｔｈ － ０． ０８０２∗∗∗

（ － ４． ５２８５）

Ｄｉｇｅｔａｌ － ０． ２３８９∗∗∗

（ － ４． ９８７０）

ＥＤＵＣ － ０． ００４２∗∗∗

（ － ２７． ３１２５）
－ ０． ００４３∗∗∗

（ － ２７． ７２９６）

ＩＳ － ０． ０５３６
（ － １． ３１５６）

ＧＯＶ － ０． ００４１
（ － ０． １７９２）

ＯＰＥＮ ０． １２５１∗∗∗

（１０． ６３８４）

ＰＧＤＰ － ０． ０３８２∗∗∗

（ － ４． ００５７）

ＵＲＢＡＮ － ０． １３８１∗∗∗

（ － ３． ４５６６）

＿ｃｏｎｓ １． ９３６８∗∗∗

（４５． ２３７２）
２． ４２０３∗∗∗

（１２． ６９０６）
１． ９９８２∗∗∗

（４７． ２６８１）
２． １９９６∗∗∗

（１４． ６２４５）
样本量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Ｒ２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８０２ ０． ０８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３ 的回归结果显示，逐步加入微观中介变量和宏观控制变量之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ＤＩＦ）与家庭多

维相对贫困指数（ＭＰＩ）的相关系数始终为负，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全国整体水平下，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越高，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就越低，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我国多维相对贫困，假说 １ 成
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有了新的突破。 与传统金融
模式中建造物理网点的高成本、低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金融服务可得性、益贫性等特点，通过降低
信贷获取门槛、放松金融服务约束等方式为农村居民、贫困群体提供融资资金，推动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操作方式简单，只需要在移动端进行操作就可以完成借贷、保险、存款等业务的办理，
显著降低了用户来回办理业务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而增加了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意愿，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我国相对贫困家庭的产生，从而达到了减贫的效果。 在第（２）中，三个分指标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相
关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应最优，其次是使用深度，最后是覆盖广度。 覆盖广度反映了数
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涵盖尺度，该指标的提升表明了本受金融排斥的农村居民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也可
获得所需金融服务；发展深度的提升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趋向多元化，在传统金融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多
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解决传统金融服务匮乏的重要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和触达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加深以及通信设备的普及，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更易突破地域限制，使
偏远地区居民也能相较于以往更易获得金融服务，从而对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产生深远影响。

从表 ３ 的第（３）列中可以看到，笔者所选取的部分控制变量也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中，对外开放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
影响显著为负。 这说明对外开放在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会给我国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国外产品大量
进入我国以及三资企业的发达导致部分乡镇企业增幅回落。 相反，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加大本地基础设
施的完善，从而拉动居民个人收入的提升；随着城镇落户门槛的降低以及住房、医疗保障的完善，农村居民摆
脱农村的资源局限性去城镇寻求更多的增收机会。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减贫事业确实起正向作用，选择了更换数字普惠金融的度量方式进行稳健
性检验。 一般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软件密切相关，但同样具有一定的空间性。 杭州、北京、深圳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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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遥遥领先，因此借鉴张勋（２０２０） ［２１］的做法，用各家庭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到杭州、北京、深圳三座城市的
球面平均距离（ＤＩＳＴ）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表 ４ 为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ＩＳＴ ０． ０７２２∗∗∗

（２２． １０９７）
０． ０７２２∗∗∗

（２２． ３９１６）
０． ０３３９∗∗∗

（７． ０８８７）

ＥＤＵＣ － ０． ００４０∗∗∗

（ － ２５． ４２２３）
－ ０． ００４３∗∗∗

（ － ２７． ７３６４）

ＩＳ － ０． ０２５７
（ － ０． ６２６０）

ＧＯＶ － ０． ０７０８∗∗∗

（ － ２． ９５３９）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８２
（０． ７１７６）

ＰＧＤＰ － ０． １０２３∗∗∗

（ － １４． ２８８８）

ＵＲＢＡＮ ０． １０７７∗∗

（２． ８０８１）

＿ｃｏｎｓ － ０． ２５１１∗∗∗

（ － １０． ２０１０）
－ ０． ２３１４∗∗∗

（ － ９． ５１２８）
０． ２２６９

（５． １６８８）
样本量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Ｒ２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７８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按照上述基准回归的表格，第（１）列只回归了球面平均距离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第（２）列加入了微观

中介变量，第（３）列又增加了宏观控制变量。 在上述回归结果中发现，将 ２０１８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换为

各家庭所在省份的省会到杭州、北京、深圳三所城市的球面平均距离以后，与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系数均为

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距离越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越低，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

相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作用。 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数字普惠金融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推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达到减贫效果，为验证推测的可靠性，将人

力资本投资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ＭＰＩ

（２）
ＥＤＵＣ

（３）
ＭＰＩ

ＤＩＦ － ０． ３３６１∗∗∗

（ － １２． ０７８１）
６． ６５１３∗∗∗

（６． ０９０３）
－ ０． ３０７３∗∗∗

（ － １１． １９９０）

ＥＵＤＣ － ０． ００４３∗∗∗

（ － ２７． ７２９６）

ＩＳ － ０． ０３３４
（ － ０． ８０８９）

－ ４． ６５９５∗∗

（ － ２． ８７４８）
－ ０． ０５３６

（ － １． ３１５６）

ＧＯＶ － ０． ００３４
（ － ０． １４６８）

－ ０． １５９０
（ － ０． １７５８）

－ ０． ００４１
（ － ０． １７９２）

ＯＰＥＮ ０． １２１７∗∗∗

（１０． ２０４０）
０． ７７４９∗
（１． ６５５２）

０． １２５１∗∗∗

（１０． ６３８４）

ＰＧＤＰ － ０． ０３６６∗∗∗

（ － ３． ７８３９）
－ ０． ３６６８

（ － ０． ９６６１）
－ ０． ０３８２∗∗∗

（ － ４． ００５７）

ＵＲＢＡＮ － ０． ０８５１∗∗

（ － ２． １０１５）
－ １２． ２６２３∗∗∗

（ － ７． ７１４２）
－ ０． １３８１∗∗∗

（ － ３． ４５６６）

＿ｃｏｎｓ ２． ３０６７∗∗∗

（１５． １１９６）
－ ２４． ７７５７∗∗∗

（ － ４． １３７６）
２． １９９６∗∗∗

（１４． ６２４５）
样本量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２５９４３

Ｒ２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８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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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２）列中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系数为 ６． ６５１３，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了数字普惠金融以 １：６． ６５１３ 的比例显著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 第（３）列中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多维

相对贫困的相关系数为负，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其绝对值小于第（１）列中的相关系数，说明存在中介效

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为贫困群体带来了

更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与助学贷款，使得家庭有能力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考虑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提高家庭

成员教育水平上。 家庭当年对于教育支出的提高有助于家庭成员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储备更多的知识以

及接受更专业的技能培训，从而使原本贫困家庭中的成员在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时能够以自身较强的

的竞争力来获得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工作，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同时，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改善后会更加注

重教育方面的支出，从而形成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 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时，应考虑区域异质性。 将全样本数据分为城镇、乡村和东、中、西部地区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城镇 乡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ＤＩＦ － ０． １２４７∗∗∗

（ － ３． ７７５５）
－ ０． ４９０４∗∗∗

（ － １１． ０５７５）
－ ０． １１６４∗∗

（ － ２． ０７０８）
－ ０． ２３３０

（ － ０． ７７５７）
－ ０． ３２９１∗

（ － １． ９３５３）

ＩＳ ０． ０７５７
（１． ５４８１）

０． ０１９９
（０． ３１２４）

０． ０２９７
（０． ３５５８）

－ １． １３３２∗∗

（ － ２． ６８６６）
０． ５６４９∗∗∗

（６． ７６７８）

ＧＯＶ － ０． ０４６３
（ － １． ６２１７）

－ ０． ０７９６∗∗

（ － ２． ２３４１）
－ ０． ４４００∗∗∗

（ － ５． ５５４４）
１． ０５６５∗∗

（２． ０３２７）
－ ０． ６６３１∗∗∗

（ － ４． ０９４８）

ＯＰＥＮ ０． ０５８０∗∗∗

（４． １３４６）
０． １５５０∗∗∗

（８． １８２８）
０． ０５６２∗∗

（２． ６７１５）
－ ０． ４１２７∗

（ － １． ６８５７）
－ ０． ２７０４∗∗

（ － ２． ６４６８）

ＰＧＤＰ － ０． ０３４７∗∗

（ － ２． ９６４４）
－ ０． ０４０４∗∗

（ － ２． ７７５３）
－ ０． １４４４∗∗∗

（ － ６． ８９４５）
０． ０２３５

（０． ３３６２）
－ ０． １５８９∗∗

（ － ２． ２５２４）

ＵＲＢＡＮ － ０． １０８９∗∗

（ － ２． １７６７）
０． ０６５４

（１． ０９１０）
０． ３３９８∗∗∗

（３． ６４６４）
０． ２２６４

（０． ２６８３）
０． ４０７２

（１． ３４７０）

＿ｃｏｎｓ １． ０５１８∗∗∗

（５． ８３９５）
３． １４４６∗∗∗

（１２． ６８６９）
１． １２４８∗∗∗

（３． ６８５４）
１． ７５０２

（１． ０３５５）
２． ２５６１∗∗

（２． ２９２６）

样本量 １２９５７ １２９８６ １０５８７ ７４７１ ７８８４

Ｒ２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２２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在将全国划分为不同区域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呈现了显著的地区差异。 就城乡而言，城镇的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１２４７，而乡村为 － ０． ４９０４，比较二者相关系数

的绝对值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显著高于城镇居民。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和普

及，偏远的乡村居民可以摆脱距离、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有利于居民在受到经济冲击时获得风险更

低的金融贷款渠道，并为农户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投入，加大了乡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 同时，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缓解了乡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
而缓解了乡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就东、中、西部地区而言，具体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但在中部地区的减

贫效果不显著，有此回归结果的原因可能来自东部地区自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良好、西部地区正处于积极

开发的黄金时段，而中部地区的省、市作为东、西部地区的分界线则情况较为复杂。 穆新杰（２０２１）也得出相

似得结论，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难以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为中部地区农

２２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３ 年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福建、广东、江苏、辽宁、河北、广西、浙江、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江西、安徽、吉林、山西、湖
南、湖北、河南、内蒙古，西部地区包括贵州、四川、陕西、云南、青海、宁夏、重庆、甘肃、新疆、西藏。



村周围的金融氛围和金融设施建设跟不上居民收入水平［３８］。 张志元（２０２２）、吴本健等（２０２２）在其研究中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及贫困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并提出应重点关注我国欠发达地

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４０ － ４１］。 在上述回归结果中，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１１６４，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

为 － ０． ３２９１，西部地区的绝对值高于东部地区的绝对值，表明相较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贫困缓解的边际贡献要高。 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长期处于发展落后的

状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起步较晚，贫困地区更广，贫困人口更多，数字普惠金融的短期发展将会在西部地

区带来更大的脱贫效益。 因此牢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给中部地区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促进居民就

业、创业，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同，起到的减贫效果也不同。
２． 教育水平异质性。 教育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会作为重要的因

素影响其经济行为。 为研究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程度，本文将全样本数据按照 ＣＦＰＳ 问卷中的回答选项分为文盲 ／半文盲、低教育和高教育三组分别进行回

归，其中，低教育组包括“小学、初中”；高教育组包括“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回归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文盲组 低教育组 高教育组

ＤＩＦ － ０． ４８０１∗∗∗

（ － ９． １２９５）
－ ０． ３７８８∗∗∗

（ － １０． １２５９）
－ ０． １７１５∗∗∗

（ － ４． ７９２３）

ＩＳ ０． ０６２５
（０． ７８８１）

－ ０． １０１７∗

（ － １． ８０５８）
０． ００７２

（０． １４０５）

ＧＯＶ － ０． ２２５６∗∗∗

（ － ５． ４３３６）
－ ０． ０３１９

（ － １． ０１２２）
－ ０． ００３４

（ － ０． １１４０）

ＯＰＥＮ ０． ０７７８∗∗∗

（３． ２６７０）
０． １２０９∗∗∗

（７． ５６５４）
０． ０５２８∗∗∗

（３． ５４３５）

ＰＧＤＰ － ０． ０６９４∗∗∗

（ － ３． ８２２７）
－ ０． ０４８４∗∗∗

（ － ３． ７８０８）
－ ０． ０３５６∗∗

（ － ２． ７８８６）

ＵＲＢＡＮ ０． ２５９０∗∗∗

（３． ３６４８）
０． １４７７∗∗

（２． ７５８６）
０． ０２２８

（０． ４２５０）

＿ｃｏｎｓ ３． １４２６∗∗∗

（１０． ７９８７）
２． ４９４７∗∗∗

（１２． １４５２）
１． ２４７６∗∗∗

（６． ３９２１）

样本量 ５８４１ １２６９１ ７４１１

Ｒ２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５０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文盲组、低教育组、高教育组的家庭多维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其中，文盲组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４８０１，低教育组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３７８８，高教育组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１７１５，且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比较三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居民的

受教育水平呈反向相关。 由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农村群体或欠发达地区居民很难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因此

相较于受到较高教育的人群而言，低学历群体更易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排斥。 与传统金融不同，数字普惠金

融以“长尾客户”为服务对象（如低教育水平群体、低收入水平群体等），为弱势群体满足所需金融服务。 吴

本健（２０２２） ［１７］在其研究中也认为高中及以上学历群体受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影响的程度高于低于初中及以

下学历群体。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的普及让低教育群体也能了解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因此，低教育水平的群体相较于高教育水平的群体更易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从而缓解自

身多维相对贫困。
３． 收入水平异质性。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减贫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根据 ＣＦＰＳ 数

据库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按照三等分将全样本数据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三组进行

３２　 第 ２ 期 陈　 怡，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收入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ＤＩＦ － ０． １７９２∗∗

（ － ２． ７３６４）
－ ０． ０９３１∗∗

（ － ２． ３６６６）
－ ０． ０４０３

（ － １． ２２７９）

ＩＳ ０． １７７１∗∗

（２． ３９３２）
－ ０． ０４５０

（ － ０． ７７２７）
－ ０． ００８２

（ － ０． １５９０）

ＧＯＶ ０． ０５０１
（１． １４１２）

０． １５９４∗∗∗

（４． ９１６３）
－ ０． ０１１５

（ － ０． ３７７２）

ＯＰＥＮ ０． ０１２９
（０． ５０６２）

０． ０１７９
（１． ０６８７）

０． ０４８８∗∗∗

（３． ３９２０）

ＰＧＤＰ － ０． ０１３２
（ － ０． ７３９４）

－ ０． ００１４
（ － ０． １０３１）

－ ０． ０３８０８８
（ － ３． １４９４）

ＵＲＢＡＮ ０． ２５９３∗∗∗

（３． ５５８８）
０． １８７４∗∗∗

（３． ３６８８）
－ ０． ０３３９

（ － ０． ６４６１）

＿ｃｏｎｓ １． ２０１２∗∗∗

（３． ２０７０）
０． ６９２３∗∗

（３． １７３３）
０． ５４５１∗∗

（３． ０６００）
样本量 ８６６０ ８９０３ ８３８０

Ｒ２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８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对于低、中、高三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

相关系数均为负，且低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家庭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收入组家庭

的相对贫困影响并不显著。 进一步对比三组结果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发现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关系

数的绝对值反而降低，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的减贫效果明显优于高收入水平群体，刘魏（２０２１）
也在其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结论［１５］。 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为高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不存在经济压力，对于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不敏感，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较少关注使得其不易从中获得红利。 而低收入群体大多

位于农村地区或西部地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广，农村居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逐渐意识到数

字化金融机构带来的便捷和低耗，居民通过学习数字化金融的相关知识来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原先受到经

济冲击的贫困居民也可以通过新的金融借贷渠道重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选取了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运用同年 ＣＦＰＳ 数据构建我国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指

数，通过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得出了以下结果：
１． 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减缓我国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且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分指标对我

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贫效果都具有显著性。 从减贫效果看，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应最优，其次是使用深

度，最后是覆盖广度。
２． 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家庭减贫的有效机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

投资缓解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
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果在城乡、地区上存在显著异质性，贫困群体更容易

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 对城乡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的减贫效果远大于城镇；对东、中、西部地

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但在中部地区的减贫效果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贫困缓解的边际贡献高于东部地区。
４． 对于不同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群体，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果呈现不同结

果。 在不同教育水平中，数字普惠金融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减贫效果最优，其次是接受国低等教育的群

体，最后是从未接受过教育的群体。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４２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３ 年



（二）对策建议

１． 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从覆盖广度这一维度出发，要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为重点，着力

解决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的短板，鼓励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与农民、农户、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等农业

经营主体进行深入的对接，准确把握农民对金融服务的实际和潜在需要，为农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民增收致富。 从使用深度

这一维度出发，政府需要提供创新空间，制定积极的产业创新政策，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技术的充分融合，在
相应的监管政策协同推动下完成金融业的开放，从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发展。 从数字化程度这一维

度出发，政府应提供适当的金融支持，加强当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广在线支付、小
微信贷、线上保险等数字普惠金融手段，使数字普惠金融在欠发达地区达到更好的用户覆盖率，从而提升数

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 此外，要抓住贫困地区及弱势群体，建设更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帮助偏远的

乡村居民摆脱距离的制约，扩宽居民在受到经济冲击时获得风险更低的金融贷款渠道，并为农户提供更多的

生产资料投入。 同时，应考虑乡村劳动力过剩、就业空间小、就业难度大等问题，着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
乡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缓解乡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２．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居民教育水平，减少金融排斥效应。 虽然我国已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网

络服务，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不均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地区。 因

此，要因地制宜制定各地区发展战略，对于教育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更要借助后发优势，尽快建立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体系，通过提高教育支出在农村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政府支持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并辅以农民的

自我投资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应该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带动地区居民减缓多维相对贫困。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扩大农村地区获

得数字普惠金融的前提，也是发展金融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 加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教育机

构之间的协调，逐步完善现代农业经营者和农民的教育培训体系。 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金融知识，加强

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提高金融风险和信息安全意识，帮助家庭成员减少对金融排斥和投机的主观看法。 通

过数字普惠金融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减少“自我排斥”。 农村居民可以学习新知识和

新技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就业，最终通过消除贫困陷阱增加收入。
３． 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助于减少多维相对贫困。 一是要充分利用发

展较好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其经济优势、区位优势和科技优势，打造数字普惠金融产业链，构建多元化数字

普惠金融体系。 继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带动作用，通过极化与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 在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水

平得到改善，从而达到减少贫穷人口的目的。 二是要推动地区对外开放，当地政府应根据自身数字普惠金融

地发展状况、经济基础以及发展地必备资源，采取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序推动对外开放进程，将更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强大的国内市场相结合，带动经济水平的发展。 三是要把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

来，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过程可以促进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间

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利用好城镇化对减贫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民增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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